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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員工不論其職務，都處在不同的組織脈絡之下，其行為表現受到組織氛圍與個人

因素影響。從組織的角度來看，支持性氛圍（supportiv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SOC）

是影響工作表現的重要變項之一；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則是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 PsyCap）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研究基於「人在組織中」的情境脈絡，探討支

持性氛圍及心理資本對於創新行為之影響機制。研究樣本來自 18 家企業共 164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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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金融業、科技業與製造業等不同產業之各職務人員，在多層次模式的架構下進行

假設驗證。 

研究結果指出，心理資本在支持性氛圍對創新行為的影響中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

因此，組織內的支持性氛圍必須透過員工的心理資本才能對創新行為與工作滿意產生

影響。本研究在中介效果的發現，指出員工的心理資本是解釋創新行為有效變項，而

其中環境因素與個人因素的交互作用值得組織行為領域投入更多的研究。 

關鍵字：支持性氛圍、心理資本、創新行為、多層次模型 

Abstract 

Employees all live in the context of organization, their performance affected by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individual factor. In the view of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 

supportiv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SOC)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PsyCap) predict 

employee performance well. This study,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context, explores how 

SOC and PsyCap affect employee creativity. Data are collected from 1647 employees at 18 

enterprises, including financial,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etc., and analyzed by 

multilevel model (MLM). The study’s major hypothesis that PsyCap medit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was support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conclude the article. 

Keywords: supportiv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ultilevel model 

壹、 前言 

組織所面對的競爭環境充滿變化性，除了加強產能與良率，以及提高產品

的品質外，更必須仰賴成員創意與創造力之發揮，以持續研發出更新穎且更具

有價值的產品、推出新穎的產品或服務，並加速商品化時程，確保競爭優勢

（Amabile, 1997; Amabile, Conti, Coon, Lazenby, Herron, 1996; Damanpour, 

1991; Gilson, Shalley, 2004）。 

從社會心理學（Amabile, 1983; Hunter, Bedell, Mumford, 2007；蔡啟通、

高泉豐，2004）的角度來看，創造力乃透過個人和組織之社會情境的交互作用

而產生。當個人對工作環境產生正向知覺（如覺得組織支持成員從事創新活動

所或從事的工作有挑戰性，或對能完成創新任務具有信心時（即創新效能感，

Bandura, 1986; Ford, 1996; Prussia, Anderson & Manz, 1998; Tierney & Fa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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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這些正向知覺會激發人們的內在創新動機，促使其投入、專注於工作，

不僅誘發其心流經驗（flow experience），更能促進成員的創新行為（Colins & 

Amabile, 1999; Moneta & Csikszentmihalyi, 1996）。 

關於員工創新行為的研究上，學者大多從組織的觀點來檢視組織特性對於

員工創造力的影響（Amabile et al., 1996；徐聯恩、樊學良，2011），其中最

能夠預測員工創新行為與工作滿意的因素之一為支持性氛圍。然而，若從資源

的角度觀之，此架構只檢驗社會資源的效果，缺乏對心理資源的探討，以及兩

者間的交互作用。心理資源近來最受到注目的概念是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然而，現有心理資本的研究大多聚焦在探討其對於工作績效之影響，

在創新行為領域則較少探討個人的心理資本對創新行為的影響（Sweetman et 

al., 2011）。 

Luthans, Norman, Avolio, and Avey（2008）曾探討支持性組織氛圍

（supportive organizational climate）對工作表現、工作滿意及組織承諾的影響，

並以心理資本做為中介變項進行討論。我們參考其研究架構並針對以下項目加

以擴充：其一，Luthans et al.（2008）所稱之支持性組織氛圍只包含主管支持

與同事支持，且其支持是一般化的，並非針對員工的創新行為。本研究參考

Amabile et al.（1996）與徐聯恩等人（2011）對於組織創新氛圍之研究，納入

組織單位的概念，將支持性氛圍定義為組織、主管及工作團隊對於成員從事創

新行為的支持。其二，在分析方法上，Luthans et al.（2008）雖用了氛圍（climate）

一詞，但只聚焦在個人所知覺到的支持，而非組織內所呈現出的整體性支持性

氛圍，且採取單一層次的迴歸分析。然而，組織行為研究大多數採取叢集抽樣

方法，在違反獨立假設的情況下對具有巢套性質的資料進行傳統多變量分析如

迴歸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等，將造成推論謬誤與統計效度降低的風險（Robinson, 

1950; Cook & Campbell, 1979; Luke, 2004）。本研究將支持性氛圍操作為組織

層次的變項，以多層次模式（Multi-level modeling, MLM）處理巢套資料以避

免抽樣誤差，並探討支持性氛圍是如何在組織脈絡下對個體層次變項產生跨層

次效果。最後，Luthans et al.（2008）關心的結果變項為工作表現、工作滿意

與組織承諾，本研究的結果變項聚焦於組織成員的創新行為，探討支持性氛圍

與心理資本的效果及影響機制。 

本研究結合社會資源與心理資源建立理論模型，探討其對於創新行為之影

響。依循 Whetten（1989）之建議，尋找心理資本做為中介變項之前因變項，

並探討社會與心理資源交互作用的效果。研究樣本來自國內 18家企業共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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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包含金融業、科技業與製造業等不同產業之工作人員，透過本土的樣本使

理論模型更具類推性。透過本研究之理論架構，對於增進組織內成員創新行為

的機制將有進一步的理解，對增進成員創新行為有所助益。 

貳、 文獻探討 

一、支持性氛圍及其效果 

當代探討組織成員創造力的主要研究取向之一，是透過成員對組織創新氛

圍的主觀知覺，推論其創新動機與行為，並預測其創造力之發揮與創新績效。

動機論者主張，個人動機與行為選擇是受到個人認知、行為，和環境交互所影

響（Amabile, 1996; Hunter, Bedell, & Mumford, 2007; Bandura, 1986）。個人會

因擁有社會資源（組織創新氛圍）（Amabile et al., 1996; Hunter, Bedell, Mumford, 

2007），以及心理資源（創新效能感）（Ford, 1996; Tierney, Farmer, 2002）的

影響進而激發出個人的創新行為以及工作滿意（徐聯恩、樊學良，2011）。 

組織創新氛圍是指成員對工作環境是否支持與鼓勵其從事創新行為的主

觀知覺。成員在具有良好組織創新氛圍的環境中工作時，會感受到個人的創新

行為將會獲得支持與鼓勵、成員間會進行建設性的辯論而非批評、個人能自由

地發言不會受到懲罰，以及對工作產生興趣與挑戰性時，將產生心理安全的感

受，並有較高的動機從事創新活動，故較容易獲致創新績效（Amabile et al., 

1996; Baer & Frese, 2003; Kark & Carmeli, 2009）。因此，組織為達成創新績效，

首要任務是建置有利於成員進行創新活動的工作環境，以鼓勵成員參與創新活

動、展現創新行為，發揮創造力（Ekvall & Ryhammar, 1999; Prajogo & Ahmed, 

2006）。在社會資源中，組織氛圍是最適合做為多層次研究的組織構念之一

（Morgan, 1986；林鉦棽、彭台光，2006；温福星、邱皓政，2009），尤其對

於重視創新競爭的現代組織，組織創新氛圍是激勵員工的重要社會資源，組織

成員知覺到的創新支持與創新行為、工作滿意及組織承諾有密切關係（Amabile 

et al., 1996；徐聯恩、樊學良，2011; Montes, Moreno, Fernandez, 2003；温福星、

邱皓政，2009）。 

組織創新氛圍是一個具有多向度結構的概念，而在其結構中，由人際網絡

所形成的支持性氛圍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Luthans and Avolio（2003）指出，

為了追求工作表現，正向且支持性的環境對成員來說是必要的。過往關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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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氛圍的研究大致有二，其一認為員工的表現是結合能力、努力與受到的支持

所形塑，個體所知覺到的支持是影響表現的重要因素（Schermerhorn, Gardner, 

& Martin, 1990）；其二是將支持視為組織環境的一種，也就是支持性氛圍

（supportive organizational climate），支持性氛圍與組織承諾及工作滿足 

（Mercer & Bilson, 1985），甚至顧客滿意（Rogg, Schmidt, Shull, & Schmitt, 

2001） 都有正相關。Williams and Yang（1999） 曾以天賦優異的科學家為例

說明：雖然個人可能擁有重要的洞察力，可為產業界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但個

人依舊得面對在組織中工作的現實，必須獲得組織的支持以取得資源。然而在

提案審查過程中可能無法說服主管與同仁或飽受批評而受挫，或受限於組織效

能不彰或不良的人際關係而難以專注於工作，這些經驗都不利其發揮創造潛能。

這類事例說明了若希望組織成員展現創新行為，則組織內支持性氛圍有其存在

的必要性，支持性氛圍就來源而言包含三個部分：組織鼓勵、主管鼓勵與團隊

支持。組織鼓勵代表組織在政策及體制上支持員工在執行工作上進行冒險、產

生具有創意的想法，並對於新的想法給予支持性的評價、獎勵及認同。主管鼓

勵則意涵主管必須釐清工作目標、促進成員與主管的互動，並對於團隊工作成

果及想法表達支持。團隊支持則包含成員之間能有自由且良好的溝通，對工作

目標具有共識，能互相支持達成任務。Amabile 等人（1996）的研究結果指出，

成員創新行為較高的組織在組織鼓勵、主管鼓勵與團隊支持等構面上都顯著地

高於成員創新行為較低的組織。Schermerhorn、Gardner and Martin（1990）也

發現員工的績效不只來自於自身能力，也和所感受到的人際支持有關，足可見

支持性氛圍之重要性。 

Hunter et al.（2007）以後設分析檢驗過去實證研究描述組織創新氛圍與創

新行為關係之強度，內外在效度，以及可能的調節變項。結果指出，組織創新

氛圍可預測不同衡量方式（自評、同儕評或主管評）和組織情境中的創新行為。

其中，組織創新氛圍與創新行為相關程度最高的構面即包含了組織鼓勵、主管

鼓勵與工作團隊支持。Hsu and Fan（2009）針對台灣的研發人員進行研究後

發現，個人創造力與支持性氛圍三個構面之間具有.19～.33的顯著相關。因此，

本研究推論，支持性氛圍是預測成員創新行為的有效變項，並提出假說一： 

H1：組織內的支持性氛圍對員工的創新行為有正向影響。 

 



創業管理研究 http://www.erj.org.tw/ 

～ 28 ～ 

二、心理資本及其效果 

正向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取向之一，是探討個人如何透過應用自身資源以對

抗壓力並增進正向行為與幸福感。組織、主管抑或工作團隊對成員的支持，在

概念上都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概念（Hobfoll, 2002），而個體的表現取決於面對

挑戰或壓力源時，除了運用外在社會資源，也需要搭配內在的心理資源以產生

適應性行為。心理資源的範疇中最為人討論的是效能感、復原力與樂觀，效能

感會使人自覺更有能力做出選擇、修正策略並實施，復原力幫助個人在面對壓

力源或失落時能有效因應並快速復原，樂觀則讓人能以正面的角度看待及思考

壓力事件，三者都與正向情緒、幸福感及壓力因應有關（Bandura, 1997; Albee, 

1977; Cowen, 1991; Jahoda, 1958;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Cozzarelli, 

1993; Rini et al., 1999）。 

隨著正向心理學的開展，Luthans et al.（2004）及 Avey et al.（2011）取

正向心理學論述中具有理論基礎以及實證研究支持的構念，主張效能感、希望、

樂觀和復原力等四個構面可組合出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構念來解

釋個人如何適應來自生活及工作中的壓力，並產生正向的感受及表現。Norman

（2007）的實證研究進一步支持心理資本的結構，以四個構念組合而成的心理

資本比單一構念更能有效預測員工的工作表現以及工作滿意。在組織行為領域，

強調個體優勢以及心理能力的測量、開展與有效管理，以提升工作表現與工作

滿意的研究也獲得許多成果（Luthans, 2002; 2003; Cameron & Caza, 2004; 

Cameron, Dutton, & Quinn, 2003; Luthans & Youssef, 2004; Luthans, Youssef, & 

Avolio, 2007）。 

效能感是指個體對自己在特定情境中能激發動機、調動資源及採取行動來

完成某特定工作的信心（Bandura, 1977），倘若員工進行創新行為時具備足夠

的信心，則較能有足夠的動機及行動歷來產生創新行為。希望是指由目標導向

式的效能與路徑交互而成的正向動機狀態（Snyder, 1994; Snyder, Sympson, 

Ybasco, Borders, Babyak, & Higgins, 1996; Snyder, 2000, 2002），若員工懂得為

工作設定目標與達成路徑的話，則較能克服在從事創新行為的過程中所遭遇的

困難。樂觀是指在既定情境中，抱持著一種好事即將發生、滿懷期待的狀態

（Scheier, Carver, 1985; Seligman, 1995），樂觀的員工總能對未來抱持積極的

期待，並且將從事創新行為時的失敗視為單一事件，不做過度類化，且會將失

敗做外部歸因，因此能對創新行為做持續的嘗試。復原力是指一種使人能在逆

境或挫敗中快速恢復的可開發能力（Masten, Best, Garmezy, 1990; Maste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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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n & Reed, 2002），各國各行業員工均普遍在忙碌或被組織高度要求的環

境中工作（Ohly & Fritz, 2009；陸洛、李惠美、謝天渝，2005），高復原力的

員工能適應創新行為經常伴隨的高壓力環境並從失敗經驗的挫折感中迅速重

新站起，繼續迎接未來的挑戰。因此，具有高度心理資本的員工應能夠產生較

多且正向的創新行為（Avey et al., 2008）。 

有學者認為，創新經常涉及環境、人員與工作方式的改變，以致改變的過

程充滿壓力，做為個人對抗壓力的內在資源，心理資本應該能夠預測員工表現

創新的能力（Ashforth & Lee, 1990; Judge et al., 1999），心理資本較弱的成員

較不情願參與組織創新，因為對這些成員來說，變更現有的做法或策略即是承

認過去的政策是錯誤的，如此一來會顏面盡失並降低對工作結果的評價

（Kanter, 1985; Zaltman & Duncan, 1977）。換言之，心理資本較強的員工，會

比較願意參與組織創新（Wanberg & Banas, 2000）且展現良好的創新行為，並

從中提昇對工作的滿意（Judge et al., 1999）。故，本研究推論，心理資本是

預測成員創新行為的有效變項，並提出假說二： 

H2：員工的心理資本對其創新行為具有正向影響。 

三、跨層次中介效果 

相關研究指出，若要提高員工的創新行為，則營造充滿創新氛圍的環境至

為重要（Amabile et al., 1996; Baer & Frese, 2003; Kark & Carmeli, 2009; Ekvall , 

Ryhammar, 1999; Prajogo, Ahmed, 2006）。國內外研究皆主張，組織創新氛圍

是一種多因素的結構，而社會支持的概念在各個研究中都經過反覆驗證，是最

具預測性的重要概念之一（Amabile et al., 1996; 劉曉雯，1998；葉玉珠、吳靜

吉，2002；徐聯恩，2006；Hunter et al., 2007; 邱皓政、陳燕禎、林碧芳，2009）。

若個體所知覺的支持越高，則會直接引發較高的表現成果，例如 Eisenberger et 

al.（1990）的研究顯示個體所感受到的支持與其表現有直接關係存在。然而，

倘若個體並不具有達成某樣要求所需具備的能力或傾向，則任何的支持都不一

定能讓個體獲得成功。Gardner 與同事的研究顯示，個體內在的變項（如能力

與努力）是連結外在組織支持與個體表現的重要因素（Gardner & Schermerhorn, 

2004; Schermerhorn et al., 1990）。換言之，環境的效果不必然會直接影響個體

的行為，在當中還必須有個體內在變項做為中介之用，是故，即使前述許多研

究都已為支持和表現之間的關係提出證據，仍有釐清環境-個人內在-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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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機制的必要性。在本研究中以員工的心理資本（個人內在）做為支持性氛

圍（環境）與創新行為（行為表現）的中介變項。 

個別從定義來看，效能感、樂觀、希望與復原力都是可改變的變項，因此

心理資本是一種狀態（state）而非特質（trait）（Luthans, 2007），「特質」

具有高度穩定性，而「狀態」則具有延展性及可塑性，可藉由訓練與發展而養

成。Luthans（2006）曾做過小型干預技術實驗，測試結果顯示，心理資本確

實可以透過短期集中訓練而養成；而心理資本的電腦化訓練實驗，比較受試者

訓練前後的差異，證實心理資本的可塑性與可訓練性（Luthans, 2008），這兩

個研究結果都顯示心理資本是一種可改變甚至可管理的心理資源。 

感受到社會支持的個人，不論其支持的來源或形式為何，都可以提昇效能

感與復原力，強化其壓力因應、促進生理與心理健康（Antonucci & Akiyama, 

1987; Cohen, Doyle, Skoner, Rabin, & Gwaltney, 1997; Cohen & Wills, 1985; 

House, Landis, & Umberson, 1988; Vaux, 1988; Hobfoll, 1998）。潘咨螢（2009）

針對保險人員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若與主管有良好互動、主管會給予支持

與鼓勵，則會增加員工的正向情緒知覺，使員工有自信、充滿希望、樂觀、增

加面對挑戰的韌性，因此主張主管支持會以心理資本做為中介變項來影響工作

滿意與工作績效。何亭賢（2009）則發現，組織內若有良好溝通機制與支持性

的文化，則可增強員工的心理資本，並透過心理資本做為中介變項來強化組織

變革準備。Luthans, Norman, Avolio and Avey（2008）對工作者的研究進一步

發現，支持性氛圍對於工作表現具有高度解釋力，但必須透過心理資本做為中

介變項才能對工作表現產生影響。換言之，只有組織內呈現出高度的支持性氛

圍是不夠的，若員工的心理資本不足，則支持性氛圍的效果對工作表現的影響

會大打折扣。依照上述文獻討論，本研究推論支持性氛圍對創新行為並不具有

直接效果，而是透過心理資本做為中介來產生影響，並提出假說三： 

H3：組織內的支持性氛圍，透過心理資本做為中介變項來影響創新行為

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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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來自 18家企業共 1647人，包含金融業、科技業與製造業等不同

產業之各職務人員，每家企業最少抽樣 31人。 

二、研究架構 

由於支持性氛圍係屬於組織層次的變項，本研究根據相關理論與研究結果

在多層次模式（muti-level model, MLM）提出研究架構，各個變項之間的關係

如圖 1所示： 

圖 1 二階層多層次模型的階層結構與假設圖 

 

由於以企業為單位進行抽樣，此類巢套資料在組內樣本有高度相關，違反

傳統迴歸分析所需要的樣本獨立性假設，必須利用多層次的分析技術來處理組

內樣本間的相關性。在組織構念的形成上，利用多層次集合性模型（composition 

models）（Klein, Conn, Smith, & Sorra, 2001; Kozlowski & Klein, 2000），以聚

合的方式來建立組織層次變項（林鉦棽、彭台光，2006），並從跨層次中介作

用的角度來檢視支持性氛圍的影響，亦即一種脈絡效果（contextual effects）

的檢驗（Robinson, 1950; Snijders & Bosker, 1999）。本研究包含組織層次的發

起變項，個體層次的中介變項以及結果變項（Xj->Mij->Yij），按照 Krull 和

MacKinnon（2001）的分類，屬於 2-1-1 形式。基於 Baron 和 Kenny（1986）

的觀點，若心理資本具有中介效果，則支持性氛圍對創新行為的效果應呈現不

H3 

H1 

H2 

L1個體層次 

心理資本Mij 

支持性氛圍 Xj 

創新行為 Yij 

L2組織層次 



創業管理研究 http://www.erj.org.tw/ 

～ 32 ～ 

顯著（完全中介）或顯著下降（部分中介），而係數值改變的差異即為間接效

果的強度（MacKinnon, Warsi, & Dwyer, 1995）。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之分析，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採用 SPSS 17版。測量工具之組合信

度與建構效度係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檢驗之，

使用軟體為 LISREL 8.8，以最大概似法做為演算法。多層次模式的估計分析

則以 HLM 7 版做為分析之用，解釋變項對於創新行為的解釋時，係以總平減

（grand centered）分數置入模型當中，以提高截距的解釋性（Hofmann & 

Gavin,1998; Mathieu & Taylor,2007）。 

四、研究工具 

支持性氛圍的測量，採用 Hsu 等人（2006）編製之組織創新活力量表當

中的組織支持、主管支持與團隊支持等分量表，組合信度 CR 為.91，平均變

異抽取量 AVE為.79。由於支持性氛圍乃組織層次之變項，因此需要計算其組

內共識程度以確認同一組織內對於支持性氛圍有共同的感受（温福星、邱皓政，

2011），組內共識程度 rwg為.93。心理資本的測量，採用 Luthans 等人（2007）

編製之心理資本問卷（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CQ），共 24題，

組合信度 CR 為.84，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 為.84。成員創造力之衡量，採用

KEYS創造力量表。該量表原有六個題項，分別用於衡量個人與組織層次的創

造力。本研究從該量表中，選出與個人創造力相關的三個題項，組合信度為.88，

平均變異抽取量為.79。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皆為自陳報告，尺度皆採用李克

特六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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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測量工具量表構面與題例 

構面名稱 題
數 

CR AVE rwg 構面定義 題例 

支持性氛圍  .91 .79 .93   

1.組織鼓勵 5    組織對新觀念進行建設性的評估，並
表揚、獎勵組織成員的創造性工作、
具有活絡新構想的機制、有共同願
景，以促進成員發揮創意。 

組織鼓勵成員發
揮創造力來解決
問題。 

2.主管鼓勵 3    主管以身作則，成為部屬的楷模、設
定適當的工作目標、支持工作團隊、
重視個體的貢獻，以及展現對工作團
隊的信心。 

我的直屬主管是
一個良好的工作
典範。 

3.團隊支持 5    團隊成員擁有互補技能、能有效溝
通、公開表達新構想、彼此間能建設
性地討論、挑戰各自的觀點、互相信
賴、提供協助、戮力於追求團隊工作
目標。 

我的工作團隊
裡，成員間能自由
開放的溝通、討
論。 

心理資本  .84 .84    

1.樂觀 5    面對未來抱持正面期待的信念系
統，也是心理資本中表徵正面解釋工
作事件的積極心理狀態。 

在工作中，當遇
到不確定的事
情時，我通常期
盼最好的結果 

2.希望 6    激勵思考(agency thinking)和路徑思
考(pathways thinking)交織，以追尋既
定目標的正向動機狀態，也是心理資
本中表徵努力完成工作任務的積極
心理狀態 

任何問題都有
很多解決方法。 

3.自我效能 6    相信自己有能力應付工作場域各種
艱難挑戰的自信心，也是表徵成功達
成職場工作使命自信的積極心理狀
態。 

與管理層開會
時，在陳述自己
工作範圍之內
的事情方面我
很自信。 

4.復原力 5    能使人在逆境中、失敗中、衝突中、
責任中快速回彈或恢復過的能力。 

在工作中，我無
論如何都會去
解決遇到的難
題。 

       

創新行為 3 .88 .79  對比其他成員，個人對於自己從事創
新行為的評估。 

相對其他團隊成
員而言，我更能提
出新的點子。 

資料來源：各構面定義整理自 Amabile 等人（1996）、Luthans 等人（2007）、Hsu 與 

Fan（2006）、徐聯恩（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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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結構的檢驗，係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推估參數，目的在進一步檢視整體模型的適切性。本研

究從整體適配度指標及比較適配度指標中，共選取 8項適切度判斷指數（邱皓

政，2003；余民寧，2006），作為評估適切程度參考。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之好壞，可分為兩大部分觀之。整體適配度係指模型

本身解釋力與殘差分析的好壞，解釋力越接近1者越佳，殘差越接近0者越佳。

比較適配指標則係指研究模型較虛無模型的改善程度，改善程度越接近 1者越

佳。 

契合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為.92，通過判斷指數需大於.90

之標準；調整後的契合度指標（adjusted GFI, AGFI）為.90，通過判斷指數需

大於.90之標準；未標準化假設模型整體殘差（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

為 .043，通過判決指數需小於 .05 之標準；標準化假設模型整體殘差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為.056，通過判決指數需小

於.08之標準；平均概似平方誤根係數（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為.075，通過判決指數需小於.08 之標準。Tucker-Lewis 適配度指數

（Tucker-Lewis index, TLI）為.96，通過判斷指數需大於.90之標準；非基準契

合指標（nonnormed fit index, NFI）為.96，通過判斷指數需大於.90之標準；

比較契合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為.97，通過判斷指數需大於.90之

標準。分析結果顯示，所有適配指標皆通過考驗，表示資料與理論模型式配良

好，可充分反映理論模型的適切性，如表 2。分析結果證實，本研究所採用之

測量工具擁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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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適配指標摘要表 

指數  
判斷 

指數 

N 987 -- 

χ
2
 610.88 -- 

df 98 -- 

整體配適度指標   

1.契合度指標（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92 >.90 

2.調整後的契合度指標（adjusted GFI, AGFI） .90 >.90 

3.未標準化假設模型整體殘差（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 
.043 <.05 

4.標準化假設模型整體殘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 
.056 <.08 

5.平均概似平方誤根係數（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075 <.08 

比較適配度指標   

1.Tucker-Lewis適配度指數（Tucker-Lewis index, TLI） .96 >.90 

2.非基準契合指標(nonnormed fit index, NFI) .96 >.90 

3.比較契合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97 >.90 

資料來源：整理自「潛在變項模型：SIMPLIS 的應用」，余民寧，2006，台北市：高

等教育出版社，頁 133-134；「結構方程式：LISREL的理論、技術與應用」，邱皓政，

2006，台北市：雙葉書廊，頁 5.23-5.24。 

肆、分析結果 

一、相關分析 

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以及相關係數如下表所示。支持性氛圍與心理

資本（r＝.45，p<.001）、創新行為（r＝.27，p<.001）有正向關係。顯示組織

內的支持性氛圍愈高，成員的心理資本越高且會積極展現創新行為。心理資本

與創新行為（r＝.72，p<.001），顯示成員的心理資本與創新行為具有高度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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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變項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表 

構面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組織鼓勵 4.31 .90                     

2.主管鼓勵 4.57 1.05 .65                   

3.團隊支持 4.69 .85 .61 .63                 

4.自我效能 4.53 .71 .39 .32 .37               

5.希望 4.61 .72 .39 .35 .39 .72             

6.韌性 4.42 .64 .16 .13 .16 .64 .70           

7.樂觀 4.15 .64 .25 .23 .27 .50 .56 .64         

8.心理資本 4.41 .56 .42 .36 .42 .86 .88 .85 .81       

9.支持性氛圍 4.53 .81 .87 .89 .85 .41 .43 .18 .28 .45     

10.創新行為 4.36 .80 .27 .21 .23 .68 .62 .61 .47 .72 .27   

所有相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 p<.001 

由於本研究之測量皆為自陳報告，為避免支持性氛圍與創新行為之間的中

高度相關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影響，因

此本研究進一步以卡方差異檢定（Chi-square difference test）檢視變項間的區

辨效度。首先分別限定（constrained）支持性氛圍與創新行為之相關係數等於

1.0，並比較其與未限定（unconstrained）相關係數模式的卡方係數差值。分析

結果顯示，支持性氛圍與創新行為（∆χ2(1)=116.42, p<.001）及工作滿意

（∆χ2(1)=118.62, p<.001）之卡方係數差值均達顯著差異，表示變項具有區辨

效度。 

二、假設檢驗 

本研究運用多層次模式的路徑分析方式，透過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推估參數，以係數的顯著與否來檢驗本研究之假設。 

（一）直接效果 

支持性氛圍對創新行為之路徑係數 γc 為.509 達顯著，如圖 2，顯示支持

性氛圍對創新行為具有跨層次直接效果，因此假設一獲得支持：組織內支持性

氛圍越佳，員工的創新行為越多。此結果與過往研究一致，支持性氛圍包含組

織、主管與團隊等面向，因此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有助於創新行為的產生，組

織應積極營造具有支持性氛圍的工作環境以利員工投入創新（Amabile et al., 

1996；Baer & Frese, 2003; Kark & Carmeli, 2009; Ekvall & Ryhammar, 1999; 

Prajogo & Ahme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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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資本對創新行為之路徑係數 γb 為.915 達顯著，如圖 2，顯示心理資

本對創新行為具有直接效果，因此假設二獲得支持：員工的心理資本越高，其

創新行為越多。此結果符合正向心理學的論述，具有較高自我效能、充滿希望、

能樂觀面對壓力，對於失敗具有復原力的員工能有較高的創新行為（Bandura, 

1997; Albee, 1977; Cowen, 1991; Jahoda, 1958;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Cozzarelli, 1993; Rini et al., 1999）。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 γc，γb的係

數較大，研究者推論，相較於環境的效果，個體內在心理狀態對於行為的影響

途徑更短，因此效果也更大。 

（二）跨層次中介效果 

支持性氛圍對創新行為之路徑係數在納入心理資本後，從原有的 γc= .509

顯著改變為 γc’= .143 不顯著，按照 Baron and Kenny（1986）檢驗中介效果的

策略，支持性氛圍對創新行為的效果因心理資本的中介，從原本的顯著變為不

顯著，表示心理資本在其中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支持性氛圍原有的效果完全

被心理資本所取代，因此假設三獲得支持：組織內的支持性氛圍，透過心理資

本做為中介來影響創新行為的程度。 

分析結果支持本研究最核心的假設：心理資本在支持性氛圍與創新行為之

間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換言之，即使組織營造出具有高度支持性氛圍的環境，

如果員工心理資本低落，其正向的環境效果仍舊無法增強員工的創新行為，此

發現再次說明環境效果不必然直接影響個體表現，必須搭配某種程度的個體內

在資源，才能影響個體的行為表現（Schermerhorn et al., 1990; Gardner & 

Schermerhorn, 2004; Luthans et al.）。本研究多層次模型估計結果如圖 2所示。 

圖 2 多層次模型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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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國內 17家企業的研發部門進行調查，在「人在組織中」的脈

絡下，嘗試以心理資本做為中介變項，探討支持性氛圍對員工的創新行為的影

響。分析結果顯示，提高組織內部的支持性氛圍可增強員工的心理資本，而支

持性氛圍又可透過心理資本對創新行為產生正面影響，對創新行為的效果則是

完全中介。因此確認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架構，確認了心理資本可做為中介

變項連結支持性氛圍對創新行為的影響。由於是完全中介，若員工的心理資本

低落，即使組織內有再好的支持性氛圍都無助於創新行為的產生，此發現更突

顯出心理資本對於探究組織行為的重要性。 

本研究結合環境論與個體論兩種取向，深入探討工作環境與人的關係，在

建立理論模式上，分別以中介及調節的角度進行分析以釐清影響機制的途徑。

中介模型的檢驗，指出支持性氛圍對創新的影響需要透過心理資本的中介方能

達成，而非調節模型所主張，心理資本對創新行為的影響程度會依組織內支持

性氛圍的高低而有差異，此一發現具有相當的理論貢獻性。另一方面，組織氛

圍屬於脈絡性的變項，反映出組織內成員的共同信念與心理感受（Argyris, 

1958; Forehand & Gillmer, 1964; Lewin, Lippitt, & White, 1939）是一種組織文化

知覺的體現，更是可以具體評估與操弄的概念（Schneider, 1975, 1990 ;Morgan, 

1991; Ekvall, 1983; Rickards & Moger, 1999）。綜合上述，支持性氛圍屬於高

層次的組織構念而非個體層次的變項，本研究以集群抽樣的方式進行測量，並

以多層次模型的方式分析巢套資料，符合近年組織領域學者重視多層次方法學

（multilevel methodology）（Bliese, Chan, & Ployhart, 2007; Kozlowski & Klein, 

2000）的趨勢，具有方法上的優勢與正確性。 

基於本研究之發現，倘若組織內部欲增強員工的創新行為，可從兩方面著

手，分別是增強組織內的支持性氛圍，以及提高員工的心理資本。若要強化支

持性氛圍，可分為三部分來看。其一，在組織的管理政策上可針對具有創新行

為的員工給予獎勵，可對員工的創新行為有正增強的效果；其二，就管理階層

而言，除了配合組織獎勵創意之政策外，也需要給予員工冒險、開創與犯錯的

空間，敢於嘗試提出新點子或新做法的員工更有可能具有高品質創新思維及能

力的可能性。其三，就工作團隊而言，長時間相處的工作伙伴更是支持性氛圍

的重要來源，若最靠近身邊的同仁不給予支持，再多再好的創意點子都可能胎

死腹中，因此小規模工作團隊內部的相互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若要強化心

理資本，除了本研究所發現可透過提高支持性氛圍來達成之外，也可透過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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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課程或戶外活動的帶領來提高自我效能、維持樂觀與充滿希望的思考模式

及面對壓力時的排解方法等，藉以增強員工的心理資本。此外，企業應建立心

理資本的職能指標，並應用於招募、徵選與教育訓練，這些都有助於提昇創新

行為的產生。 

本研究採用多層次模型來避免抽樣誤差的影響，在估計上提高正確性，但

仍有些不足之處。首先本研究使用之研究工具皆為自陳報告，雖已透過統計控

制排除嚴重的共同方法變異影響，但仍有主觀過高及自我感覺良好帶來的測量

偏誤，建議未來研究在創新行為部分可採取他評（主管評或同儕評），可望有

效增進測量的客觀性。在抽樣上，本研究採取便利抽樣，專注於國內企業，在

理論架構的類推上受到限制，若未來能擴大樣本到更多類型的企業部門、行政

機關或學校單位等各多不同屬性的機構，則更能確認理論模式的適用性。舉例

來說，從學校組織的角度來看，學校教師也是工作團隊的成員，其教學創新是

否能有發展，理應也受到學校內支持性氛圍以及教師個人心理資本的影響，若

能將理論模型套用在如學校單位這樣不同於企業組織的分析上，則更能進一步

確認理論的外部效度。最後，本研究雖採取中介模式的架構，但測量上仍屬於

橫斷面的做法，未來研究若可進行跨時間、多波段的測量來進行成長模式分析，

或是在加入強化支持性氛圍或心理資本的介入方案之後，進行前後測組的比較，

相信能提出更具建設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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